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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选举在中国的推行： 

为什么中国的选举应该在国家的层面而不是在地方层面上开始 

 

 

国际上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讨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一种演进的模式，这种模式借鉴了

台湾的民主进程。大多数政治学家（持这种观点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来自斯坦福大

学的莱利.迪亚蒙特）建议，在中国引进一种 - 在已经推行的村民选举基础上 - 从乡镇、

县一级逐步推进到国家层面的一步一步的直接选举。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和政治力量

在渐进的进程中逐步学会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使旧的政治秩序向民主秩序顺利演进而不

致于出现政治动乱的局面。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模糊不清的。我对这种“由下而上”的中国民主选举策略的批评源于大

国政治转型中不可避免的中央和地方的棘手关系。许多研究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文献常常

忽视了中国在重新调整地方和中央关系中会遇到的极大的阻力和困难。因为领土狭小，

并处在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并不是中国的很好的比较例子：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中国更加复杂和摩擦重重。因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威关系

改变而可能引起的不安定的后果，在中国大陆也比那小小的可一览无余的台湾岛要危险

得多。 

 

通过我对苏联后期(1985-1991)和俄罗斯(特别是 1991-1993)的政治转型过程的研究，我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中国逐步推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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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政治体系内部的离心力量急剧增长（地方主义） 

─破坏延续至今的各个国家机构中的等级和权威关系（迄今为止一切都建立在中国

共产党的干部制度上） 

─急剧削弱中央政府维持国家整体性和团结协调的能力 

 

 

1 为什么在中国推行民主选举是不可避免的？ 

 

迄今为止还不能确定，中国的政治领导是否或何时计划来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和进程。

但基于已有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可以推测，至少这种限定范围和形式的直选

将在中国未来的政治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些素质逐渐提高、经济逐渐独立的公

民会推动政府方面去履行政治义务，也会在政府极度无能的前提下要求解除当政者的权

力。唯一一条既能达到上述目的，又不致于导致政治秩序崩溃的路，就是坚持直选并通

过选举来决定维持或替换当政者。 

 

当前中国的执政体系并不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是通过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

济成就而获得它的政治支持基础。如果将来经济衰退了，那么执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的

支持基础将会极大地削弱。由此，当前执政体系的支撑基础也就岌岌可危了。从这个角

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比那些通过民主选举来实现政权转移的国家要危险得多（比

如巴西，他们最近的经济危机就通过有效的民主选举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替而得到了解

决）。对中国来说，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最好的有建设性的方案就是推行民主选举，只有

这样，才能使中国避免一场剧烈的由政治波动带来的崩溃，并使中央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建立在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而不是经济成就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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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联后期和俄罗斯分散选举的经验 

 

对于按照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执政国家来说，通过直选来确定国家领导人员是

一个“大跃进”：直接选举造成与以前存在的干部等级完全不同的组织秩序原则。推行选

举制度会导致所有政治机构的权力关系作一个全新的调整并由此而成为共产党执政的

一个爆炸性的力量。苏联共产党的解体已证实了这一点。 

 

2.1 分散选举是苏联中央集权解体的催化剂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政治自由化的过程中，组成苏联的各共和国的分裂力量不停地爆

发。地方选举在苏联分解中所起的作用经常被低估了： 

─这种在各共和国内举行的不是由中央组织的选举导致了地方政治家在共产党和苏

联以外寻求政治权力基础。 

─这种地方政府新获得的民主合法性使既存的地方分裂势力得到了加强。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党和国家执政中心的权威得到了大大削弱。 

─共产党组织的统一性不仅要面对来自地方少数民族独立势力的挑战，而且还要同

时应付在党组织高层中出现的分裂团体。 

 

2.2 执政机关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间的没有解决的矛盾 

在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中，由宪法引起的冲突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 1993 年，俄国的宪

法还像一块随便拼凑在一起的地毯，新的、旧的成分在互相矛盾的方式中共存。不合理

的俄罗斯宪法导致了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由总统和议会所统治的

两种不同政治体系同时共存着、绞合着。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要求享有不容置疑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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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领导地位，并承认自己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取向。议会从宪法的定义中声称自己是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享有领导权，并反对任何经济改革措施。两个最重要的宪法机构

互相阻塞对方。这种冲突使政治领导机构在民众心中造成了极大的声望和信任损失。 

 

2.3 苏联共产党的解体 

80 年代，苏联共产党的快速解散是由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所造成

的： 

─放弃共产党对理论和媒体的控制（允许对斯大林过去历史和政治改革的公开批判） 

─把政治决策权由党移交给国家机构（对苏维埃和总统府地位的提升） 

─在党内党外推行直接选举废止了党的干部制度。 

通过这些改革粉碎了 70 年以来已建立起来的权力层次和决策体系。 

 

2.4 直接选举和干部体系的对立性 

党的对高层领导人的控制对共产党执政体系中各国家机构的整体集中性起了关键作用。

苏共从 1987 年逐渐推行的地方领导机构领导人的竞争选举使苏共的组织体系的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高层的党组织不再能够任命或撤换底层党组织的领导人。一种全新的领导

方式和政治策略由此而生，政治系统中也出现了新的力量。不同的党和国家机构同时成

为独立的角色，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地行动。 

 

2.5 苏联共产党解体的经济推动力 

政治学科的文献经常会忽视那些在苏联共产党解体中起推动作用的经济因素。从布尔什

涅夫时期就开始泛滥的黑色经济活动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经济决策权的非中央化使共产

党的基层机构有极大的意愿去规避共产党和国家上级机构的权力。党的地方领导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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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控制了经济资源并成为党组织解体的“得益者”。 

 

2.6 政治不稳定性和政治家的执政短视性 

一般来说，在一种不可预测的政治氛围中政治家和官员执政的短视性会对经济发展带来

负面影响。由于官员的目光短浅和缺失的政治权威（总统不断变化的政策和不停的内阁

改组，总统和议会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与地方执政机关的未理清的权力关系）俄罗斯

政府的经济政策至少到 1998 年就不再被政治和经济主要力量所信任。中央颁布的措施

经常是不被系统地执行或被利益集团因为谋取自身利益而扭曲。 

 

 

3 苏联及俄罗斯的经验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有何借鉴作用？ 

 

3.1 执政党核心功能的巩固 

为了保持政治上的协调能力和经济核心功能（中央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对地方保护主义

的抑制）的有效进行，中央政府必须有宪法和执政秩序的支持，并以此来取得地方政府

和利益群体的承认和接受。在中国迄今为止这种权力通过中国共产党干部制度取得了保

证。通过选举来废止干部体制将威胁各个层面的权力关系以及协调能力。在目前中央政

府还有控制权时的中国能否推行全民的、各个政治层面上的选举，还需深思熟虑。 

 

3.2 在全民直选之前确立新的国家宪法 

对于从国家层面上推行选举，即“从上至下”的观点，有许多非常有力的支持理由：第一

步，应该通过全民表决来确立一部新的国家宪法，接下来应选举国家议会。支持的理由

相当简单：在国家政治机关的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后，政治的“游戏规则”也将有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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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通过民主合法选举产生将要执行大范围管理的政治领导人将不服从那些由于共

产党的支持而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指令。 

 

具体来讲：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县、市和省行政主管将在产生冲突的情形下不再遵从北

京中央的那些通过任命取得权力的领导人发出的指令。因此，为什么哪些政治家，哪些

层面何时通过民主选举而执掌权力如此重要？ 因为它对政治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执政党

层面的共同生存能否奏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当新的宪法、议会和国家最高执政

领导人先通过民主表决产生时，它们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才会在全国范围内、政治体

系的各个层面都得到认可。 

 

3.3 政治整体性受到威胁比苏联要小 

与已经解体的苏联相比,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有一个基本的优势，那就是中国

的整体性并没有受到威胁。分裂的势力被限制在局部地区（西藏和新疆），他们对整个

中国的整体性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政治上的“地方主义”与俄罗斯相比明显要弱得多。 

 

3.4 对人民代表大会角色的重新定义 

直到 1993 年为止，俄罗斯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今天的中国人民

代表大会，按照宪法规定，在政治上所起的议政作用相似。一旦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

控制权遭到削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有潜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权力中心。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由此无可置疑地会在政治讨论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执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并有可能对政府的改革提案行使否决权。中国这种由宪法造成的充满冲突的初始情况

只能通过彻底的宪法改革来避免：在直接选举推行之前，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务

必要由宪法先来重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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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党的组织机构的脆弱性 

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快速“崩溃”的威胁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党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

力已经明显地削弱了。非正式的协调措施和贪污腐败以及党的干部们的大范围的违规行

为已经在党内引起了党组织的松散。党的组织就好象一座外表富丽堂皇的大厦，但内部

却满目仓痍，房子的梁柱已越来越不堪负重，随时面临倒塌的命运。这种情形可以导致

党的组织在第一个大的冲击前就会毫无抗拒地倒塌。苏联共产党的崩溃就有非常重大的

教育意义。 

 

3.6 至今从没有战胜的历史挑战 

历史上还从没有一个从一个共产党的专政制度向民主宪政国家转化，而不引起整体秩序

崩溃的例子。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应该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4 中国民主化的最佳路径应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把上述几点政治借鉴经验综合一下，那么政治发展最理想的情形将是怎样的？ 

 

党中央的“第四代领导人”应该成功引导“从上至下”的逐步推进的政治转型，在避免政治

体系秩序崩溃的情况下，与新生的政治力量在冲突中协商，达成共识。在开始时，一个

“开明”的中央领导层将巩固共产党的垄断权力。但为了取得经济和社会的主动权，中国

的领导层非开始制度性的创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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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要的经济和地方的利益群体吸收到政治协商的群体中来可以使中央和地方的权力

重新进行划分，与此同时，并不影响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对政治体系的存在构成威胁。迄

今为止一直受冷落的西部地区也将在中央的决策和责任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体系

下，也能使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冲突得到比目前要好得多的缓解。 

 

在非集中的权力基础和利益群体逐步得到巩固的同时，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的呼声也会

越来越强烈。中国共产党将渐渐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党的名称，把自己转变成为

一个霸权的“人民党”，由于党内的数量众多的小团体而变得多元化。从中国共产党内部

分裂出来的以及由新的社会群体组成的党，会为了取得权力而相互竞争。 

 

起草宪法的全民委员会将会提交一部新的宪法，这部宪法将承认民主选举，权力制衡，

议会制的体系以及联邦制。这部宪法将由全民表决而通过。 

 

议会制的民主体系（执政首领由议会选举出来，因此政府和议会多数被紧密的联系在一

起，国家总统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无权干涉政治事务）在大多数新成立的民主国家中

被认为是能最大程度上缓解由于执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冲突而带来的政治阻力。所以起

草宪法的全民委员会放弃了总统制的政治体系。在宪法通过以后，党和执政候选人将会

为争夺议会的议席进行竞争选举，并且在执政机关的各个层面上选举人民代表机关的代

表。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机构和候选人主宰了整个选举，但却代表相当不同的

政治力量和纲领。 

 

议会将选举出各级行政机关。在全民层面上将组成第二个议会式的议院（联邦院），中

国各地区的代表通过它参加国家决策。通过这种方式使一个民主的、联邦式的宪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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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组建起来。 

 

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民主化策略是一开始就由“上层”控制，然后由最重要的政治群体来

协议的转型。只有通过这种转型策略，即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动的并积极加入的政治

“管理”，才能使中国在整个体系不崩溃的前提下成功实现政治转型。 


